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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发生学与实践的传统村落时空演变过程及机制 

——以重庆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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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掌握传统村落时空演变过程与发生机制可为新时代村落保护提供参考。以发生学为视阈，聚焦村落

“事”的属性，从实践出发，结合 GIS 技术，分析了重庆市 168 个国家级与市级传统村落的时空演变过程与发生机

制。结果表明：(1)实践是驱动村落演变的根源，实践对村落演变具有显著的发生学效应，实践的历史起伏引发村落

阶段性发展：起始期(先秦)“自发发展”,波动期(秦汉至宋元)“波动增长”,转折期(明)“显著提升”,成熟期(清

至民国)“格局奠定”。(2)农耕实践、经济实践与政治实践是激发村落演变的主要实践，分别推动生成农耕型、商

贸型、军事型村落，并发生转型，其中农耕型位居主导，农耕型转商贸型最为突出。(3)村落随实践的空间演进与累

积呈现从长江干流到渝东南山地推进，从“多点分散”局部分布到“一核聚面”全域铺展，最终形成“农东商西军

冲要”格局。(4)以实践目的为导向解析了村落时空演变的发生机制，并提炼构建了“实践环境—元实践”逻辑结

构，得出村落是在受动与能动的对立统一中展开时空演变。结果启示传统村落保护需要适宜的实践环境、保持人口

生产与物质生产；建议维续原生性实践，融入创造性实践，推动伦理性实践，以使村落在延续地方性中保持活力与

合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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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作为古代“因聚族而居的生产生活所需”而形成的“基本社会单元”[1],承载着中国农耕文明的历史记忆，维系着

中华文化的根脉，是“活”的民族文化遗产[2]。自 2012 年住建部等国家三部委组织开展全国第一次传统村落摸底调查至今，共

公布了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总计6819 个；住建部等部门在 2014 年印发了《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

随后各地纷纷出台了传统村落保护条例。以上行动的目的旨在延续传统村落，落实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精神。然而，近

年来随着城镇化的迅速推进与村容村貌整治等措施的欠合理执行，传统村落消逝与损毁的形势日益严峻，加强保护迫在眉睫。但

是如何保护好传统村落?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这都是一个难题。可以明确的是，传统村落发演于历史时空之中，保护传统

村落有必要掌握其生成、发展的历史规律及其空间演变的内在机理。 

近年来，传统村落时空演变逐渐成为地理学、资源环境学、城乡规划学等学科的关注热点，有较为丰硕的成果呈现。耙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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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献后发现，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 4个方面：一是演变特征。侧重运用GIS 构建某个区域传统村落的地理信息数据库，并

借用其空间分析技术，从总体上分析历史进程中传统村落的分布演变。如张慧等[3]、梁步青等[4]、李孜沫[5]测度了各个历史时期

相关区域村落的聚集程度、分布重心及新增村落分布等情况及其演进规律。二是影响因素。呈现两种研究方式，一为选择多个主

要因素分别探讨各因素对传统村落时空分布的作用，此为研究主流，如卢松等[6]较为全面地分析了自然因素(地形、水文)和社会

经济因素(人口、交通、城镇化、经济、政策)对徽州传统村落分布演变的影响；二为选择一个关键因素深入剖析，如陈蕊等[7]、

陈旭[8]重点研究了道路演化对村落分布演变的作用。三是形成机制。在确定多个影响因素基础上，分析各因素之间的关联及其如

何驱动传统村落演变。李久林等[9]将古徽州村落成因归纳为内部动力(文化、经济)与外部动力(自然、历史和社会)协同作用的结

果。四是保护策略。基于传统村落时空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保护建议。向远林等[10]、李久林等[11]提出基于资源本底，开展

分级分类保护、区域旅游协作与整体性保护等。 

综观之，现有相关研究总体围绕村落“物”的属性而展开，即学者多将村落看作客观存在的外在于人的物体，局限于从“物

理”角度分析村落在自然与社会各种作用力下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然的运动规律，这种方式将人脱离了村落，呈现人

与村落主客二元的研究取向。人与村落割裂的研究方式，无法从根本上提出村落保护的有效措施。孙根年[12]主张，我们应在“事

—物—人”的相互作用中认识地理事物。对于村落而言，先人后村，人通过行事作用于客观世界，并在行事的过程中产生和改变

村落，“事”赋予了村落生长演化的活力，由此，村落也具有“事”的属性。村落“事”的属性不由自身开展，而由人行事(即

实践)以实现。“事”即人的实践，实践的结果才表现为村落“物”的形态，在“事”(实践)中，人与村落的“物”性达成统一，

从而实践呈现更本源的意义[13]。因而，实践是人与村落建立关系的条件或中介，抓住村落“事”的属性，着眼人对村落的实践，

是连通人与村落，实现主客统一的关键，也是认识村落时空演变的根本路径。那么，如何才能准确把握村落时空演变的本质?对

此，发生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发生学以其强调把研究对象作为发展过程进行动态考察，深究事物发展原理与机

制，以此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的特色，广泛运用于自然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其中实践是发生学领域中的重要视角。本文通过发

生学与实践透视村落时空演变，意义在于从聚焦村落“物”的属性的研究转向其“事”的属性，通过关注人的实践及其发展对

村落演进的作用过程与机制，力图实现对村落时空演变本质的把握，弥补以往研究囿于村落“物”的属性导致人村分离而无法

深及村落时空演变本质的不足。 

重庆作为“巴文化”发祥地之一，自古具有农耕渔猎复合经济优势，后逐渐发展为长江上游重要的商业物资集散地和区域

性军事政治中心。由于扼守中国东西经济与文化走廊的交通要脉，历代人口迁徙不断，贸易往来不绝，这些深远丰富的历史实践

推动着村落演变不息。本文选择长江上游重庆市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开展发生学与实践视阈下传统村落时空演变的过程与机

制研究，以期对新时代重庆市传统村落保护建言献策。 

1 研究设计 

1.1 理论与思路 

发生学认为，凡是时空之内存在的事物都涉及发生学问题[14]。它始于 17世纪的胚胎学，最初用于探索生物的发生、发育过

程，继而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研究元素、生命、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等问题。其后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对发生

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其研究方法开始注重关联性、互动性和系统性。20世纪 70年代，皮亚杰融合逻辑学、数学、物理学、心理

学等剖析了儿童思维的成长过程，以此考察人类思维的构建机制，揭示认识论的发生原理，其研究方法尤为重视对研究对象的动

态性、结构性与逻辑性分析，这一研究范式使发生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备受推崇
[14,15,16,17]

。发生学发展

至今，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即动态地考察研究对象，系统、结构、逻辑地分析历史过程中影响研究对象发展的

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以此反映和揭示各类事物发展、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规律与原理[18]。可见，发生学这种力图

寻找事物发展根据的理念，实则在于把握事物演变的本质，以此获得对事物本真的认识，因而具有了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统一性。

相比简单地研究事物演变历程的方法，发生学以其逻辑地寻根探因而达至事物本质认识的特质[19]而凸显了其研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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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杰将认识论的发生学研究开端指向了实践[17],推动了实践在人类社会发生、构成、变迁研究中的运用[20]。从源流看，实

践自古希腊就被提出，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将实践视为由观念与意志支配的政治、伦

理活动，而认为经济等其他领域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对此承袭与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1],并把包括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看成人类实践的结果。恩格斯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强调了人的生育繁衍这类人类自身的生产实践对人类文明演进的关键作用[22]。据此，实践作

为人的“类本质”,成为推动社会生活发生发展的根本方式。实践也因此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及其所创之物生成、演变的基点。 

近几年，发生学已运用于传统村落的起源[23]、空间形态演变轨迹与机制[24]、保护对象的判别方法、空间拓展过程解析及保护

策略等[25,26]研究中，已显露出其对传统村落变迁过程、机理与保护等的研究价值，但结合实践，融入定量方法，解析传统村落时

空演变的规律、机制与逻辑还尚未涉及。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那么实践也是人类创造村落的

一切活动。作为人类历史景观的传统村落，历经了不同时期实践的作用，负载了深厚的实践信息。从发生学与人类实践看，一个

地域的传统村落时空演变是一个动态连续的系统现象，是以人的实践发展为脉络的演变过程，以实践为出发点研究某个地域的

村落时空演变的发生学问题，有利于统一影响村落生成、转型与空间演进的事件与过程、历史与逻辑。本文依据发生学理念与方

法，从实践出发，追索重庆市传统村落时空演变的发生发展历程，从中考察影响村落演变的主要实践类型，并在时间与空间层面

分别做发生学解释，进而从中发掘产生村落时空演变的发生机制与内在逻辑，以把握村落时空演变的本质，最后思考研究结果对

新时代传统村落保护的启示。具体分析思路如图1。 

 

图 1分析思路 

1.2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地处长江上游，位川、黔、湘、鄂、陕五省交界处，幅员面积 8.24×104km2。三面环山，长江自西向东贯流全境，地

势由南、北、东向长江河谷逐级降低；地貌包括中山(海拔 1000～3500m)、低山(500～1000m)、丘陵、台地与平原(<500m)5种类

型，其中以丘陵、低山为主的地貌占市域面积 88.7%;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流域密布。按照国家住建部与重庆市

住建委员会公布的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选办法，截至2019年，全市共评定出 168个国家级与市级

传统村落，这些“样本”形成时间涵盖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代、清代、民国 7个历史时期，在重庆市

传统村落中具有代表性与珍稀性，是研究我国长江流域历史文化发展的“活态标本”(图 2)。 

1.3 数据来源 

(1)传统村落数据：国家级传统村落数据源自住建部网站(www.mohurd.gov.cn)获取的 5 批(2012～2019 年)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其中重庆市共 110 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数据源自住建部网站获取的 7 批(2003～2019 年)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

录，重庆市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23个，名村 1个；市级历史文化名镇数据源自重庆市政府网站(www.cq.gov.cn)、重庆市规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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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局网站(ghzrzyj.cq.gov.cn)获取的 4 批(2002～2019 年)市级历史文化名镇名录和 2 批(2017～2018 年)市级历史文化

名村名录，重庆市有市级历史文化名镇 51个，名村45个。将历史文化名镇计入该镇所驻行政村，删除重复数值[27],共获 168 个

传统村落，借助百度地图获取每个传统村落的地理位置，使用ArcGIS10.2平台构建重庆市传统村落地理信息数据库。(2)DEM 数

据(分辨率 30m):源自中国科学院数据云中心网站(www.csdb.cn)。(3)矢量地图数据：源自重庆市国土资源局，采用统一的坐标

系统(GCS_WGS_1984)作为时空分析地理底图。(4)村落概况及其形成、转型时期：通过查找文献、权威公布、实地调研等途径获

取每个村落的基本情况；村落形成与转型时期参考了已有研究[27],一是村落评定公布，二是文献记载，三是村落中现存最早的历

史遗迹。 

 

图 2重庆市传统村落形成时期与地理分布 

1.4GIS空间分析方法 

使用最近邻距离法与核密度估计法，借助GIS 空间分析工具，以反映实践历史发展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演变的发生学作用。 

1.4.1 最近邻距离法(Nearest Neighbor Algorithm) 

为掌握实践的历史累积对村落聚集程度的影响，使用该方法测度各历史阶段累计村落(本历史阶段新增村落与以往村落之和)

在重庆地域范围内的集聚程度。借助 ArcGIS 的平均最近邻工具(Average Neares Neighbor)进行计算，其公式[6]为： 

 

式中：r¯E 为理论(预期)平均最近邻距离，是原假设传统村落完全随机分布中邻域间的平均距离；n为各历史阶段重庆市传

统村落总数；A为重庆市市域面积；D为传统村落密度。 

 

式中：R 为最近邻点指数，为实际平均最近邻距离 r¯与理论平均最近邻距离 r¯E 之比。实际平均最近邻距离 r¯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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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测量每个村落质心与其最近邻村落质心之间的直线距离，再计算所有最近邻距离的平均值。R>1,表明传统村落为均匀分布；

R<1,传统村落为集聚分布；R=1,传统村落为完全随机的分散分布。聚集程度需结合 Z分数与 P值判别：当|Z|<1.65,且 P>0.1时，

表明实际距离与理论距离无显著差异，接受原假设，否则接受备择假设。最后将各历史阶段 R结果与实践做比照，得出实践历史

累积与村落聚集程度的关联。 

1.4.2 核密度估计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为掌握实践的历史累积及其空间演进对村落分布重心的影响，使用该方法分别计算各历史阶段累计村落与新增村落在重庆

地域范围内的核密度值，并做可视化表达。以每个村落 i(x,y)的位置为中心，通过核密度估计函数计算每个村落在指定范围内

(半径为 h的圆)各个网格单元的密度贡献值，距中心村落距离越近则密度越大，在搜索半径范围内密度逐渐减少至 0。对每个村

落采用相同方法计算后，将相同位置处的密度值进行叠加，得到该村落在重庆地区的核密度值[9]。运用 ArcGIS 的核密度分析工

具(Kernel Density)进行计算，其表达式[9]为： 

 

式中：f(x)为核密度估计函数式；n为重庆市传统村落总数；h为搜索半径(Search Radius,h>0);k()为核函数；(x-Xi)表示

估计村落 x到样本村落 Xi处的距离。核密度值最高的区域则是村落的分布重心。最后将各历史阶段核密度分布图与实践做比照，

总结实践历史累积及其空间演进与村落分布重心的关联。 

2 重庆市传统村落的时空演变过程分析 

2.1 演变过程的历史阶段划分 

本部分研究中，依据历史文献划分重庆市传统村落演变的历史阶段，同时结合 ArcGIS10.2对各历史时期传统村落、流域做

叠加分析与可视化表达(图 3)。 

2.1.1 起始期(先秦221B.C.以前) 

早在远古，重庆地区原始人类就依据水源等生存资源区位而确定居所。新石器时期，原始农耕推动了长江、嘉陵江沿岸原始

村落的出现[28];同期，大宁河、郁江等流域就已开发盐业，形成了一批最早因盐业而生的聚落，以食盐交换粮食等生活资料的商

贸型村落开始萌生，如存留至今的“川盐”重镇巫溪宁厂镇、彭水郁山镇等。随着商朝伐巴，大量巴人渐从鄂西迁入，沿郁江、

乌江、长江拓展疆域，建都立国，繁衍生息[29],村落随之加增。本时期共留存 15个村落(图 3a)。 

2.1.2 波动期(秦汉至宋元 221B.C.～1368 年) 

秦灭巴国，在重庆地区置设巴郡，确立以户为生产单位的土地制度，推动长江支流大力开发，农业快速发展，村落由此增多。

至魏晋南北朝，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兵连战结”1,巴郡“近为荒裔”“旷为长野”2,众多村落毁损荒废。这一时期村落在经历

了增长与毁弃的起伏之后，总体增量偏少，只新增 6个，累计21个(图 3b)。 

隋唐时期，重庆地区社会较为安定，大量中原汉人因躲避战乱而迁入，带来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丘陵地区初步开

发，僚人、巴人后裔等少数民族开始定居长江周边山地地区，此期广置州县，自唐代，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羁縻州县，推动区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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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开发[30]。生产与交通的迅速发展，推动水码头、驿点小市等大量生长，并渐次衍变为村落或集镇。然而，唐后期及五代十国

常年战乱，人口流亡衰减，许多村落毁弃萧条，致使保存至今的村落较少，共计 6个，累计村落 27个(图 3c)。 

 

图 3重庆市传统村落历史演变与分布 

宋代是古代重庆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商贸发达的长江沿线村落逐渐演变为城市，频繁的民族交往提升了少数民族的

生产技术，丘陵与中低山梯田持续开垦，麻、桑遍种，纺织、井盐、瓷器等手工业进一步发展，村落一度兴生。宋(蒙)元战争在

巴蜀兵戈扰攘 40 余年，处于长江、嘉陵江等交通要道的村落大量陷入凋敝，众多川西人口流移至重庆边远山林垦殖、落户 3。

进入元朝，统治的加强与土司制的实行，推动一批军事型村落的产生。元末起义战火不已，村落又损。此期村落新增 17个，总

数累计 44个(图 3d)。 

2.1.3 转折期(明 1368～1644 年) 

明代，重庆战乱、灾疫频发，地荒人稀，严重制约了人口生产。大夏政权在重庆的建立，推动了数十万湖广等地民众迁入，

许多移民途径三峡地区而举族落户，加之明初洪武移民、明中后期移民以及张献忠入川时驱动移民，使境内人口得以补充[31]。玉

米、红薯等高产旱地作物的传入，不少移民开始聚族定居于山地地区。随人口增多，农业开发进一步推进，内外贸易持续扩展，

长江上游段与一些交通要地商贸型村落兴起。较之往期，村落数明显提升，新增 32个，累计达 76个(图 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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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成熟期(清至民国1644～1949 年) 

明末清初，社会动乱，争战不息，加之灾疫连发，虎患复加，以致境内“丁户稀若晨星”4。自清顺治十年(1653 年)起，清

政府实施“湖广填四川”与经济振兴政策，鼓励移民垦殖与川民返乡，由此，重庆出现空前的移民大潮，人口陡增，农地大扩，

“田种禾稻，山种杂粮，相资为用”5;政府引导广种经济作物茶、橘等，各类手工业渐兴，商品贸易需求日盛；许多支流、陆路

渐次开发，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水陆交通网络[32],从而刺激新生村落在各地涌现，村落和住户密度明显提升，呈“结庐而处者踵相

接衡相望”之现象[33]。至清末，新增村落达 88个，累计 164 个。 

民国期间，重庆频繁陷入政局动荡和战乱难息的局势，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致使众多人口外徙内迁，加之耕地开发处于饱和

状态，进而村落发展缓慢，仅新增 4个。至此，重庆地区村落保存总量 168个(图 3f)。 

2.2 时间演变过程分析 

(1)3 种实践生成或转型为 3类村落。 

根据上述，农耕实践、经济实践与政治实践是促成村落之别的主要动因，而相应体现为农耕型、商贸型、军事型 3类村落。

纵观重庆实践史，农耕实践因最关涉人的生存需求、影响政权稳固而为各个时期的主流活动；经济实践是人在满足自给自足的基

本生存之后对商品、服务的需求与行动，表现强度弱于前者；政治实践指奴隶制与封建制下，统治阶级为获取或巩固政权与利益

而开展的各类活动，对前两种实践有显著影响，但从村落生成看，其中唯有军事活动对村落形成构成直接作用，如因防御、治理

需要设置的军事重镇。因此，这 3种实践生成的村落数量悬殊，分别为 125(占比总量74.40%)、37(22.02%)和 6个(3.57%)。 

然而，村落类型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时期 3 种实践强度不一而使村落发生转型。从秦汉至民国，共计发生 36 个村落转型，

其中以农耕型转商贸型最多(21 个，58.33%),且在明清时期因经济实践繁盛尤显突出；转型数量逐期增强，民国最多(12 个，

33.33%),且有 9 个农耕型、商贸型村落转为军事型村落，原因在于民国时期重庆是抗战的重要区域，许多村落成为革命根据地

(图 4)。 

 

图 4各历史时期村落转型统计 

(2)各时期主导实践决定了村落演变的起伏性。 

先秦时期，商周与巴国的政治实践力度较弱，自由实践占据主导，人们较为自由地开发土地、食盐等资源，从而村落“自发

发展”;秦汉至宋元，在重庆置设州郡，随之政治实践居于主导，村落随政治实践中的军事活动和各种制度干预而“波动增长”;

明代，政治实践影响下和自愿自主的大量移民内迁带来村落数量“显著提升”;清至民国，政治实践影响下的移民浪潮与农耕实

践的全面铺开而使村落大增，对当今重庆传统村落具有“格局奠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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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口内迁、繁衍与生产劳动确保了村落发展的连续性。 

重庆村落发展从未间断，虽然各时期都遭遇了战争或灾疫所致的损毁，但却未曾阻断人之流动、繁衍以及为谋取生存和保障

人口延续而进行的生产劳动(含农业生产与商业生产),从而村落得以发展不息。人口是村落发展的根基，从重庆历代人口数量与

村落数量的统计看(图 56),村落数量伴随各时期人口数的波动增长而保持递增(其中宋元时期二者呈负相关，原因在于宋元战乱

导致人口减少，但村落数量却随后期移民迁入而继续增长),二者总体呈正相关。 

 

图 5各历史时期人口数量与村落数量关系 

2.3 空间演变过程分析 

以上述 4个历史演变阶段为基础，结合最近邻距离法、核密度估计法，对重庆市传统村落空间演变过程进行分析。首先，确

定核密度分析中搜索半径 h 的设置，经参考相关研究[9],以各历史阶段村落实际平均最近邻距离 r¯i 的平均值为依据，其中，各

历史阶段的新增与累计村落实际平均最近邻距离使用ArcGIS10.2 中平均最近邻工具分别计算而得，由于得出的平均值更适于呈

现局部核密度值高的村落分布情况，为更好反映全域村落之间的空间关联，经多次测试，将 h确定为平均值的 2倍，即累计村落

与新增村落核密度分析的 h 分别设置为 50、62km(表 2);其次，使用 ArcGIS10.2 的核密度分析工具，依次按照各历史阶段新增

与累计村落输入相应 h值，输出栅格像元大小设定为 100m,面积单位选择 km2,处理范围为重庆市域，据此分别生成各历史阶段累

计与新增村落核密度分布图，经汇总而得图 6、图 7。 

表 2重庆市各历史阶段传统村落平均最近邻距离 

实际平均最近邻距离 
新增村落实际 

平均最近邻距离(m) 

累计村落实际平均 

最近邻距离(m) 

历史阶段 

先秦 42416.3685 42416.3685 

秦汉至宋元 37693.5078 26110.1803 

明 28213.2083 18617.2842 

清与民国 16389.1062 12040.6994 

搜索半径 h设置 

平均值 31178.0477 24796.1331 

h:平均值×2 62356.0954 49592.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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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践的历史累积驱动村落分布从“多点分散”渐变为“一核聚面”。 

结合图 6,先秦时期，长江干流沿岸地势开阔、土壤沃腴，大宁河、郁江流域盐泉丰裕，且都兼具水运优势，为农业耕作、

人口繁衍与食盐开发等实践提供了条件，在此首先形成了多个分散的村落“生长点”,如巫溪—巫山、江津—九龙坡等；秦汉至

宋元，长江南、北部丘陵和山地进一步开发，村落在前期生长点基础上向四周拓展，趋向连片分布；至明代，由于移民相继迁入

并深入山区，村落连片分布程度更高，并在渝东南的彭水、黔江、酉阳、秀山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布重心；到清与民国，人口与生

产力空前发展，人的实践遍布全境，新增村落与连同延续下来的过往村落呈“面”分布，渝东南因人口陡增、战乱较少而成为村

落分布核心，最终形成“一核聚面”的格局。该特征与表 3 计算结果(各历史阶段累计村落最近邻指数 R、Z 分数与 P 值使用

ArcGIS10.2中平均最近邻工具分别计算而得)一致：从先秦至民国，村落分布从分散转向聚集。 

 

图 6各历史阶段累计村落核密度分布 

 



 

 10 

图 7各历史阶段新增村落核密度分布 

表 3各历史阶段累计村落聚集程度 

历史阶段 
累计村落 

最近邻指数 R 
Z 分数与 P值 聚集程度 

先秦 0.8403 Z=-1.1836,P=0.2366 分散 

秦汉至宋元 0.8321 Z=-2.1308,P=0.0331 较聚集 

明 0.7798 Z=-3.6732,P=0.0002 聚集 

清与民国 0.6778 Z=-7.9898,P=0.0000 聚集 

 

(2)实践的空间演进促使村落依凭流域和地貌的条件优次逐级发展。 

结合图 7,总体看，重庆历史实践空间演进根据资源条件从优到次、从易到难逐步展开，而资源条件对实践的作用重点体现

在流域、地貌两方面，并推动村落分布相应演变：①流域方面，村落从一级流域渐次生长至二、三级流域。先秦时，原始农耕与

初级贸易推动村落沿长江、嘉陵江、大宁河等一级流域分布。随生产力提升、人口增长与交通拓展，至清与民国，82.75%的新增

村落分布于二、三级流域。②地貌方面，村落从渝西、渝东北的平原、台地与丘陵逐渐推进至渝东南山地。自远古，土地开垦、

村落生成始于渝西、渝东北的长江干流流域的平原与台地。隋唐起，受战争与移民政策影响，中原、湖广等地移民陆续迁入并定

居于丘陵与战乱较少的渝东南山地，从而刺激此域村落大增。明代起，渝东南成为新增村落密度最高地。可见，新增村落分布随

实践演进总体呈现从长江干流趋向渝东南山地的规律。 

3 重庆市传统村落的时空演变发生机制与内在逻辑 

3.1 发生机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4],历史的目的则是人的目的，人为实现目的而展开

实践并形成历史。可见，实践目的是探索村落演变原理的基础。基于此，本文立足 3种实践，以实践目的为导向，解析重庆传统

村落时空演变的发生机制(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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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重庆市传统村落时空演变发生机制 

(1)农耕实践重在以人的生存为目的而驱动村落时空演变。“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中国历代重农，农业作

为众业之本，是民之生存的根基。依靠农业而生存，进而因生存之需而聚居，无疑是推动农耕型村落产生的第一要因。先秦至民

国，重庆人口在起伏中不断增长，生存之需迫使人口拓荒垦殖，引入良种，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生产力与确保粮食自足，从

而保障人口在重庆定居繁衍，以此推动农耕型村落从长江沿岸向长江南、北拓展，最后趋近汇集东部。 

(2)经济实践重在以人的发展为目的而促发村落时空演变。人的生存获得保障后，继而产生发展的需求。经济实践在先秦已

出现，春秋战国之际巴人已历经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业也已萌芽[35]。秦汉以降，社会生产分工和农业商品化不断推进，因地势

平坦、水陆交通便利，渝西经济实践逐渐活跃，推动水码头等商品集散地演化为商贸型村落。明清时期，商品生产、流通、消费

显著发展，在继续产生商贸型村落的同时，也推动着农耕型转型为商贸型以及村落的城市化[36]。因而商贸型村落在渝西聚集的同

时，也在逐渐消逝。 

(3)政治实践以统治阶级巩固政权为目的并影响农耕、经济实践而推进村落时空演变。古代，政治实践是统治阶级的专属，

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统治。重庆在殷周时已进入阶级社会
[35]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采取了各种措施实施管辖，对村落

演变产生重要影响的包括土地政策(从秦“黔首自实田”至清“摊丁入亩”)、移民政策(尤以明清“湖广填四川”为著)、道路

拓展、农业与商业的示范引导等，这些措施的实现均需农耕、经济实践的开展，其结果之一就是村落的生成与演变。其中，政治

实践驱动的军事村落主要分布于干流、边境之冲要。民国抗战期间，战争抑制了农耕与经济实践，长江干流等军事要道不少村落

转型为军事型。 

(4)3 种实践交织互作，共同驱使村落“新旧层累”与形成“农东商西军冲要”格局。在重庆历史进程中，基于人的不同需

求，3种实践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形成了村落特定的发演时空条件。各时期村落通过生成、发展、转型、消失而表现出新旧共

存，即“层累”现象。最终，重庆村落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经过各种实践的综合作用，总体形成了农耕型村落居东，商贸型处

西，军事型位冲要，即“农东商西军冲要”的分布样态。 

3.2 内在逻辑 

根据发生学探究事物发展的根据，获取事物演变本质的理念，深入思考重庆村落演变过程与机制，可以发现：(1)政治实践

是人的行动与村落演变的必然“环境”。亚里士多德提出，“人类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37],说明人的实践必然具有政

治属性。历史中，被统治阶级的农耕与经济实践强烈受到统治阶级政治实践的影响。从历史大众(被统治阶级)看，政治实践虽是

一种行动，但从其影响程度而言，它已然构成了人的实践环境，即人的行动与行动作用下的村落演变是在政治实践(环境)干预下

进行的。(2)人口生产是实践开展的先决条件，也是村落形成的关键实践。“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38],

有人口的增殖方聚成村落。重庆人口生产包括移民迁入与人的生育繁衍，二者共同刺激人口增长，以及形成极富特征的移民社会

与基于血缘而聚族而居的村落分布样态。(3)物质生产是经济实践与农耕实践的基本形式，也是促动村落发展的根本实践。马克

思和恩格斯将物质生产作为实践的首要内容，认为人类自产生并形成社会后，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9]。正

是基于生产劳动，人与人、人与自然建立起紧密的实践关系，不仅为村落的发展提供动力，也为村落共同体的延续提供支撑。 

据此，可以得出 2个元实践——人口生产、物质生产，1个实践环境——政治实践，及其相互关系(图 9):人的自我生产与物

质生产“受动”于政治实践(环境),然而，人作为实践主体又具有能动性。透视重庆实践史可以发现，各历史时期政治环境下的

实践任务都发挥了人自觉自主、有目的有计划地繁衍、流动与劳动。实践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看似对立，却在人类实践的历史进程

中形成统一，村落则在历史实践的对立统一中发生着时空演变。人口生产、物质生产、政治实践对村落发生发展的作用关联而形

成的逻辑结构，构成了村落时空演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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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传统村落时空演变的内在逻辑 

4 结论与启示 

实践是人与村落建立关系的根由，实践对村落时空演变研究具有本源意义。本文以发生学为视域，从实践出发，结合 GIS空

间分析技术，以重庆市 168个国家级与市级传统村落为样本，解析了传统村落的时空演变过程与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作为人的“类本质”,实践对村落的生成、发展及其分布演变具有显著的发生学效应。时间上，实践的历史起伏驱动村落

波动发展，尽管历史动荡不定，但人们对生存和聚居的需求不变，从而在生产的推动下，村落发演不息；空间上，实践依据资源

优次而逐级展开，并促发村落分布相应演变。 

(2)影响重庆村落时空演变的实践有农耕实践、经济实践与政治实践，3种实践分别推动生成农耕型、商贸型、军事型村落，

3类村落随实践强度变化而发生转型；农耕实践居于历史主流，而使农耕型村落数量最多，经济实践逐渐增强，而使农耕型村落

转为商贸型最为典型。反映历代重农的传统社会，农耕村落必然位居主导，而实现人之发展的实践目的也必然刺激商品生产及商

贸型村落的产生。 

(3)重庆历史实践阶段性变动，村落由此而阶段性发展：起始期(先秦)“自发发展”——波动期(秦汉至宋元)“波动增

长”——转折期(明)“显著提升”——成熟期(清至民国)“格局奠定”,其中使村落在生与逝、兴与衰之间波幅最大的因素是政

治实践中的移民与战争。对实践影响最显著的资源是水源与地貌，从长江干流到渝东南山地，实践难度逐步增大，村落随实践而

“近水入山”,从“多点分散”局部分布到“一核聚面”全域铺展，最终渝东南成为分布重心。这表明实践的时空发展规律决定

了村落时空演变的规律。 

(4)以生存、发展、统治目的为导向解析了重庆市传统村落时空演变的发生机制，3种实践共同驱动村落演变、“新旧层累”

与形成“农东商西军冲要”格局。进而提炼构建出村落时空演变的“实践环境——元实践”的逻辑结构：人的实践必然受动于

政治实践，在此环境下，人能动地通过元实践(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推动村落持续发展。 

村落通过历代实践的累积作用，如今已变成“传统”村落。知往可以鉴今，既然传统村落是历史实践的产物，则意味着可从

影响村落演变的实践中获得新时代传统村落保护的启发。本研究结果揭示：传统村落保护需要(1)适宜的实践环境。如今村落已

然摆脱了历史时期动荡不宁的发展环境，迎来了乡村振兴的时代机遇。(2)人口。有人口生产才有村落，既需留住本村人口，延

续村落共同体，也需人口流入，解决村落空心凋敝困境。(3)物质生产。村落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实践关系的持续需以物质生产

为基础。 

进一步回答重庆乃至全国传统村落保护需要怎样的实践?(1)需要原生性实践，以延续地域特色。原生性实践指发挥人的能

动性而自然形成的地方实践“习性”
[40]
。重庆传统村落中原生性实践主要为农业耕作、食盐与纺织等商品生产及其流通等。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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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实践延续，传统村落及地域特色也将延续。(2)需要创造性实践，以激发村落活力。在保持原生性实践的同时，也需融入创造

性实践，全面利用资源，使传统村落在“相资为用”中“创新性发展”。(3)需要伦理性实践，以促进村落合理发展。马克思认

为“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
[41]
,实践亦如此。历史实践在生成村落的同时也在摧毁村落(如战争),现时代在保护

传统村落过程中也频现“建设性破坏”与“保护性破坏”现象，这意味着人的实践一直面临合理性问题，而这个问题必然关涉

伦理道德。因而对于传统村落保护，除了制定与依据法规，也需激发与培养人的道德意向。总体而言，作为当今“文化孤本”的

传统村落，其保护需要宏观(国家与社会)、微观(个体)层面的恰切的实践，一方面确保传统村落格局与地方性的维持，另一方面

确保传统村落活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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